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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治理创新行为已成为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响应社会公

共需求的核心驱动力。然而，在全面从严治党与行政问责制度日益规范化背景下，基层治理往往面临“激

励创新”与“保守倾向”的心理冲突。如何通过构建有效的组织容错氛围以激发个体的创新活力，已成

为当前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组织容错氛围与基层治理创新行为的既

有研究，旨在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及其传导机制。首先，本文对基层治理创新行为与组织容错

氛围的概念演进、本土化测量维度进行了深度辨析；其次，从公共部门非物质激励的视角出发，探讨了

使命效价(价值驱动)与公共服务动机(内在动机)作为中介变量在解释环境感知转化为个体行为过程中的

理论适用性。综述发现，虽然定性研究已初步证实了组织容错氛围对创新行为的“松绑”作用，但仍存

在实证研究碎片化、本土化量表开发不完善等局限。最后，本文提出了未来研究的三大转向：即进一步

聚焦基层治理特定群体、强化组织层面的多路径实证分析、以及完善契合中国政治语境的测量工具。本

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丰富公共部门创新激励的理论体系，也为地方政府优化容错纠错机制、提升基

层治理水平提供了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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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odernizing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novation behaviors have becom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enhancing 
government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responding to public demands. However, under the dual 
pressure of intense supervision and strict accountability, grassroots governance often faces a psy-
chological conflict between “incentivizing innovation” and “avoiding responsibility for stability”. 
How to create an effective organizational tolerance atmosphere to stimulate individual innova-
tion vital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current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tolerance atmosphere and grass-
roots governance innovation behaviors at home and abroad, aiming to reveal the intrinsic logical 
connection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Firstly,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oncept evolution and localization measurement dimension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nova-
tion behaviors and organizational tolerance atmosphere.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
material incentives in the public sector, it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applicability of mission valence 
(value-driven)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intrinsic motivation) as mediating variables in ex-
plain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into individual behavior. The re-
view finds that although qualitative research has initially confirmed the “unshackl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tolerance atmosphere on innovation behaviors, there are still limitations such as 
fragmented empirical research and incomplete development of localized measurement scales. Fi-
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major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further focusing on specific 
groups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multi-path empirical analysis at the organiza-
tional level, and improving measurement tools that fit the Chinese political contex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not only contribute to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innovation 
incentives in the public sector but als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optimize the tolerance and error correction mechanism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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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观语境下，政府创新已成为应对复杂社会需求、提升治理效

能的核心驱动力。作为政策执行的中坚力量与公共服务的直接供给者，基层公务员不仅是制度创新的实

践者，更是政府活力的微观来源[1]。然而，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与行政问责制度日益规范化背景下，基

层治理面临着“激励创新”与“保守倾向”的内在张力，极易产生“怕犯错、不敢为”的心理偏向。这

种“动力不足”若得不到有效引导，政府创新将面临无源之水的困境。为此，我国从政策层面高度重视

容错纠错机制的构建。从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为担当者“撑腰鼓劲”，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再到二十大报告强调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构建有

效的组织容错氛围已成为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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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术界对政府创新开展了大量探讨，但仍存在以下局限：首先，研究范式上仍处于定性分析、

对策探究偏多而定量实证不足的失衡状态；其次，在测量工具上，缺乏深度契合中国政治语境及基层公

务员职业特征的本土化量表；最后，关于组织容错氛围如何转化为个体创新行为的内在机理，尤其是心

理动机层面的黑箱仍有待揭开。基于此，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组织容错氛围、基层公务员创新

行为及其内在驱动机制——使命效价与公共服务动机的相关文献，评价现有研究得失，并为未来提升基

层治理效能提供理论支撑，探索实证可发展方向。 

2. 核心概念与研究进展 

为了系统审视组织容错氛围对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本文遵循“内涵辨析–影响因素梳

理–内在机制探索”的逻辑路程。首先，对公务员创新行为与组织容错氛围的概念内涵进行深度溯源，

并对其测量维度与评估工具的演进进行对比分析；其次，重点考察组织情境因素与个体行为产出的关联

逻辑，特别是探讨使命效价与公共服务动机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解释效力。最后，在评述现有研究得失

的基础上，识别当前研究空白，以期为后续开展本土化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指引与框架参考。 

2.1. 基层治理创新行为：内涵演进、维度测量与驱动因素 

(1) 概念内涵的演进与界定 
学术界对创新行为的定义经历了从多维度界定到特定语境拓展的过程。最初，Scott 和 Bruce (1994) [2]

将其界定为成员诊断问题、产生构想并寻求支持以付诸实践的完整过程。Carmeli 和 Schaubroeck (2007) [3]
则进一步强调了新构想在组织中的推广与实施环节。而在公共行政语境下，公务员创新行为呈现出显著

的特殊性。黄扬等(2020) [4]借用多源流模型，将利用“政策之窗”推动政策创新的行为也纳入范畴。林

亚清等(2019) [5]指出，公务员创新更多体现在改进工作方法与优化流程的自发性建设性改变上。此外，

突破传统路径依赖或变通执行政策的行为亦被视为创新的表现[6] [7]。综上，本研究结合一般定义与公务

员职业特征，将其定义为：公务员提出创新想法并获取资源付诸实践的一系列行为过程，侧重于想法与

过程层面的建设性改变[8]。 
(2) 评估工具与测量维度的本土化 
对于个人创新行为的测量，目前研究多是基于 Scott 和 Bruce (1994) [2]开发的包含想法产生、资源获

取及实现三内容的六题项量表。针对公务员群体，评价体系正逐步实现本土化转型：首先是指标体系的

构建，邓小军等(2007) [9]与 VU DAN (2017) [10]均运用德尔菲法构建了涵盖创新素质、精神与技能的评

价指标体系。其次是概念的整合与量表开发，谭新雨(2021) [8]提出应借鉴“主动变革”与“变革型组织

公民行为”等概念，开发出了包含 15 道题目的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专项量表。 
(3) 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多维透视 
既有文献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探讨，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学历

与经验被证实能显著提升创新性[11] [12]；年龄在 31~35 岁间的成员表现尤为突出[13]；此外，创新自我

效能感[14]与主动性人格特质[15]均能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二是领导层面：变革型领导、服务型领导[16] 
[17]以及授权型领导[18]均能通过愿景激励或赋能显著正向预测成员的创新产出。三是组织情境层面：学

者们高度关注组织氛围的孵化作用。除了传统的研究组织创新氛围[19]外，研究视角已拓展至差错管理氛

围[20]、多元化氛围[21]、支持性氛围[22]、绩效动机氛围[23]以及包容型氛围[24]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虽然个体与领导因素已得到充分讨论，但在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宏观背景下，组织氛围

如何通过特定机制影响公务员行为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因此，本研究拟聚焦于组织容错氛围这一特定情

境，探讨其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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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组织容错氛围：理论溯源、维度演进与影响机理 

(1) 组织氛围的理论基石与多维界定 
组织氛围研究经历了从组织属性、个体感知到群体共同知觉的演进。早期研究者将其视为一种客观

的“组织属性”，强调其区分不同组织且相对持久的特性[25]。随后，Schein(1985) [26]等学者转向“个体

感知”视角，关注工作环境对个体心理及福利的影响。目前，学术界更多地从“群体知觉”角度出发，认

为组织氛围是成员在互动中形成的对政策、事件和过程的共同主观知觉[27] [28]。这种共同感知构成了组

织内部期望与支持的心理环境，直接引导着个体行为[29]。 
(2) 从差错管理到组织容错：态度的转型 
差错通常被定义为偏离预期的无意识不当行为[30]。组织对待差错的策略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差错

防范(Error Prevention)，试图通过严密制度规避一切差错，但往往导致成员产生避责心理，抑制组织创

新[31]。二是差错管理(Error Management)，强调将差错视为学习机会，侧重于减少损失并从中吸取经验

[32]。组织容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它不仅是差错发生后的处理方式，更是一种贯穿始终的开放态度

与实践本研究认为，组织容错是差错管理的前提，反映了组织不畏惧差错、允许合理失败的心理安全

边界。 
(3) 组织容错氛围的概念内涵与维度构建 
作为一种特定的组织氛围，组织容错氛围体现了成员对组织宽容失败程度的内心感知。 
其概念演进的进程如下：Tang 等(2015) [33]将容错感界定为对工作困难与失败的接纳度。赵霞(2018) 

[34]结合中国市场环境，将其阐释为对勤勉尽责但最终失误的员工的制度性保护。本研究将其综合定义为：

组织成员对单位是否允许工作中出现差错与失败的共同感知。 
针对其维度的划分，西方研究多侧重操作层面的“差错沟通、思考、处理与胜任”四维度[35]。但在

中国公职人员语境下，由于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单纯的操作维度难以全面契合基层治理的现实情境。国

内学者为此构建了更全面的维度体系：具体来说，两维度观包含上级容错与同事容错[34] [36]。四维度观

则进一步引入了“制度容错”与“公众容错”[37]，构建了内外联动的全方位环境维度。 
(4) 组织容错氛围的相关变量研究 
基于组织氛围研究的一般逻辑，其前因变量有宏观环境、行业性质、领导风格及组织制度[38] [39]。

结果变量方面，实证研究显示，组织容错氛围能显著正向预测绩效[36]与创新水平[40]。特别是针对公职

人员，刘倩和李志(2021) [37]证实了容错感及其子维度对创新行为的推动作用。聚焦于公务员创新的研究

现状，目前研究多处于定性分析阶段。比如尚虎平(2021) [41]与陈朋(2021) [42]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指出，

容错机制能为一线公务员“松绑解压”。赵书松(2022) [43]则运用扎根理论初步构建了容错机制对创新影

响的理论框架。 
综上所述，虽然定性研究已初步确认了组织容错氛围与公务员创新之间的逻辑关联，但仍缺乏大规

模的定量实证来揭示其内部传导机制。因此，探讨二者关系的实证路径可成为当前学术界的发展方向。 

2.3. 基层治理使命效价：基于价值认同的激励机制与效应路径 

为进一步深入揭示组织容错氛围转化为个体创新行为的内在黑箱，引入“资源保存理论”具有较强

的解释力。根据 Hobfoll (1989) [44]提出的资源保存理论，个体在职业场所中倾向于获取、保存和维护其

核心资源(如职位安全、心理能量、职业声誉等)，当预期资源可能受损时，个体会产生防御性心理压力。

在行政管理日益规范化与绩效考核标准严格化的背景下，基层公务员的创新行为往往伴随着较高的不确

定性与试错成本。这种潜在的执行风险容易被视为对个体核心职业资源的威胁，从而挤占了创新的动机

资源。组织容错氛围的构建，本质上是组织向个体提供的一种“心理安全资源”和“组织支持资源”。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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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感知到组织允许合理试错时，其对资源损耗(如职业发展受阻、负面绩效评价)的顾虑预期显著降低。

这种心理资源的“盈余”状态，促使个体敢于将更多的认知资源投入到高挑战、高回报的创新活动中，

然而，这种从“资源防御”释放出的心理能量，究竟会导向何种具体的行为目标，则取决于个体对组织

目标价值的认知与认同程度——即使命效价的驱动作用。 
(1) 公共部门激励的特殊性与使命效价的理论起源 
如果说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组织容错氛围为个体创新提供了心理安全资源的基础，那么使命效价则

决定了这些资源投入的方向与强度。在探讨组织容错氛围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驱动路径时，必须关注公

共部门特有的激励机制。不同于私营部门具备灵活的市场化薪酬激励机制，公共部门因其组织目标的非

营利性及绩效考核的模糊性，往往面临物质激励弹性不足的结构性约束。在此背景下，Rainey 和 Steinbauer 
(1999) [45]提出，公共部门使命(Public Sector Mission)是激发成员产生角色外行为等主动性态度的核心因

素。作为衡量个体对组织使命认同程度的关键变量，使命效价(Mission Valence)能够跨越物质激励的局限，

从动态视角考察组织愿景与个体心理的共鸣，进而成为研究公务员行为激励的重要切入点[46]。 
(2) 概念界定及其测量维度的演进 
Rainey 等学者首先提出使命效价是反映公职人员对组织社会价值的感知及组织目标对其产生的吸引

力[45]。Wright 和 Pandey (2011) [47]将其深化为员工对组织社会贡献的认知认同，而 Pasha 等(2017) [48]
则将其概括为个人感知组织价值观的“有价值程度”。国内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基本沿袭了这一关注“社

会吸引力”的经典界定。在测量维度上，学术界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评估工具。Wright (2007) [49]开发的

单维度量表重点考察了组织工作的意义感与价值感；Pandey 等(2008) [50]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情感驱动项

(如使命是否“令人兴奋”)；Bosak 等(2021) [51]则进一步将测量重点转向了个体受使命感召的程度及其

在实现使命中发挥的作用。这些量表的本土化应用，为准确评估中国基层公务员的使命效价水平奠定了

方法论基础。 
(3) 使命效价的前因塑造与行为产出 
既有研究显示，使命效价的形成受个体感知与外部驱动的双重影响。在个体层面，工作本身的挑战

性、逻辑性及道德合规性直接决定了使命的内在价值感知[45]；当员工感知到其工作对社会发展具有实质

性贡献时，其使命效价水平会显著提升[47]。在外部驱动层面，同事的支持[50]及变革型领导对组织愿景

的描绘[48]，均能强化个体对组织使命的认同。 
在效应产出方面，使命效价表现出强大的行为预测力。首先，在心理层面，高使命效价能显著增强公

务员的组织承诺、工作幸福感及工作热情[46] [52]，为其维持积极工作态度提供必要的情绪资源。其次，在

行为层面，使命效价通过价值观契合的吸引力，减少旷工等消极行为[47]，并积极诱发角色外行为与主动性

行为[53] [54]。 
综上所述，使命效价作为连接组织情境与个体行为的桥梁，在解释公务员如何将组织层面的“容错

支持”内化为“变革担当”时具有极强的理论适用性，为了可继续深入探讨使命效价在组织容错氛围影

响公务员创新行为中的传导机理。 

2.4. 公共服务动机：内在驱动逻辑及其调节机理 

(1) 理论基础与内涵溯源 
在审视公务员行为驱动机制时，除使命效价等外在认同激励外，还需从个体深层动机视角探寻内在

作用机理。根据 Bandura (1986) [55]的三元交互决定理论，个体心理要素与外部环境、具体行为间存在动

态互促关系，这意味着组织环境必须转化为个体的内在动力方能引导行为选择。针对公职群体，公共服

务动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被视为一种特有的内在驱动力，直接关联着公务员的行为改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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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热情。 
公共服务动机的概念由 Perry 和 Wise (1990) [56]正式界定，指代个体指向公共利益的心理倾向，反

映了其对公共组织目标的深度感悟。后续研究从政治视角进一步延展，认为公共服务动机是以政治共同

体利益为导向，超越了个人与组织层面，旨在增进公共整体福祉。在国内研究语境下，学者们在李小华

(2007) [57]引入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开展了广泛的本土化探索。例如，曾军荣(2008) [58]强调其作为追求服

务价值的内在取向受社会文化制度约束；叶先宝等(2008) [59]则突出了其在效率、价值与参与层面的多重

意义。本研究采纳经典界定，将其视为公共管理者受服务意识支配，渴望贡献社会并服务公共利益的潜

在意识。 
(2) 结构维度与测量工具的演化 
关于公共服务动机的结构探讨经历了从一般性框架向本土化精简的演变。Perry (1996) [60]基于理性、

规范与情感三类动机基础，开发了包含政策制定吸引力、公共利益承诺、同情心及自我牺牲四个维度的

24 题项量表。然而，鉴于情境适用性的差异，Kim (2013) [61]等通过跨国研究将其优化为四个核心维度。

国内学者包元杰等(2016) [62]则立足中国实际对 Kim 量表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涵盖自我牺牲、公共参与

及价值承诺等维度的短版量表，为本土实证研究提供了可靠工具。 
(3) 前因后果及其作为中介机制的演进 
既有文献显示，公共服务动机的水平受个人特质与组织因素的协同塑造。个体层面涉及身份认同、

主动性格及工作价值观等要素；组织层面则涵盖组织类型、服务型领导、变革型领导以及程序公平感等

因素，这些外部变量共同塑造了影响公共服务动机的组织环境。 
在效应产出方面，公共服务动机被证实是激发基层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 、变革担当行为等角色外行

为的关键内部动力[63] [64]。黄新华(2020) [65]指出，高公共服务动机能够显著提升干部主动创新变革的

积极性。近年来，公共服务动机更多地作为中介变量出现在研究逻辑中：林亚清(2021) [66]发现公共服务

动机在繁文缛节与变革行为间发挥认知调节作用；陈鼎祥(2021)等[64]验证了领导风格通过公共服务动机

的涓滴效应塑造创新行为；唐健(2020) [16]与郑志龙(2021) [67]等多位学者亦证实了公共服务动机在各类

组织氛围与创新水平间的解释力。 
综上所述，公共服务动机不仅是个体行为的驱动源，更是外部环境影响行为的关键路径节点。这为

本研究探讨组织容错氛围如何经由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作用进而转化为基层公务员的创新实践提供了坚

实的理论依据。 

3. 总结和展望 

3.1. 现有研究成果总结 

综合国内外关于组织容错氛围与公务员创新行为的既有文献，相关研究已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实

质性进展。 
首先，关于创新行为驱动因素的探索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既有成果不仅系统分析了个人特

质、领导风格及组织环境对创新行为的多元影响，还逐步将焦点从企业及事业单位员工延伸至公务员这

一特定群体，为后续深挖基层政府情境下的创新机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参考。 
其次，核心变量的维度构建与测量工具日趋成熟。学术界对创新行为、公共服务动机等变量的维度

结构已开展了充分讨论，形成了创新量表和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等一系列经典测量工具。虽然组织容错氛

围与使命效价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国内学者已积极开展本土化量表的探索与开发，为后续的定量研

究奠定了科学的测量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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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针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已初具规模。已有学者通过政策文本解读、扎根访谈等

定性方法，初步勾勒出容错机制对激发干事创业积极性的逻辑轮廓，证实了组织容错氛围、使命效价及

公共服务动机之间存在紧密的理论连接。 

3.2. 未来研究拓展方向 

尽管已有研究为本领域积累了丰厚成果，但在基层治理现代化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未来研究仍有待

在以下方向实现突破： 
一是在研究对象上应进一步聚焦。目前针对创新行为的实证分析仍多集中于企业界，对身处改革前

沿、直接影响公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基层公务员群体的关注仍显不足。未来应深入了解基层公

职人员的真实职业体验，拓展特定行政层级的实证样本。 
二是在驱动机制上应强化组织层面的实证探讨。现有的公务员创新研究多侧重于个体特质或领导风

格的影响，而对于组织容错氛围这一关键环境因素的系统性实证研究相对匮乏。未来应改善目前“定性

偏多、定量不足”的研究现状，改善基于“现状–问题–对策”的传统范式，通过构建更严密的实证模

型，深入探究组织环境如何转化为个体创新实践的“黑箱”。 
三是在测量工具上应持续推进本土化修正。鉴于中西方政治语境与行政文化的差异，直接借鉴国外

经典量表可能存在适用性偏差。未来的研究重心应转向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基层公务员实际工作特

征的量表体系，以确保测量结果能更真实地还原我国政府内部的组织生态与个体行为现状。 
四是进一步厘清个体动机与组织环境的交互边界，比如公共服务动机的调节效应。既有研究多关注

从环境到行为的单一线性路径，忽略了不同特质个体的差异化反应。依据特质激活理论，高公共服务动

机的公务员具有更强的内在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其创新行为更多源于对公共利益的内驱力，而非单纯依

赖外部环境的安全保障。换言之，对于高公共服务动机个体而言，组织容错氛围的兜底保障可能相对减

弱(即替代效应)；而对于低公共服务动机个体，其创新行为可能更依赖于组织提供的心理安全感。未来研

究可继续探索这一调节机制，从而为组织针对不同动机水平的干部实施差异化激励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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